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1998年就籠屋問題的立場書

1 序言

1.1 籠屋問題一直受到社會人士及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問題，香港經濟環境如斯富裕，仍有約10,000名低下層市民居住在不足20呎的床位之內。除了耍長期忍受極度惡劣擠迫的居住環境外，居民更要面對火警的危險。繼一九九零年南昌街籠屋大火六死五十傷，慘劇仍逐年發生。這現象正好為港府漠視市民房屋權利的最佳例證。

2 聯合國的批評

2.1 在一九九四年及九六年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委員會舉行的香港人權聆訊上，委員會強烈批評徇香港政府擁有龐大的財政盈餘，卻未有為籠屋居民提供適當的居所，委員會促請港府消滅籠屋的現象，並為居民提供全面的安置。

2.2 可惜政冷府始終沒有承擔安置籠屋居民的責任，港府在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書中表示：「港府對這個問題同感關注，但也同時明白到這烘類廉價寓所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港府秩政策並非要將這類寓所逐步淘汰或加以取締，而是要透過立法去保障住客的安全。」

3 籠屋的演變

3.1 五、六十年代起中國頻繁的戰亂及政治動盪，大量移民從國內湧入香港，當中尢以男性為主。他們在港多從事苦工或工廠工人賺取微薄的薪金，為了解決居住的問題，鄰近工廠、租金廉宜的床位寓所應運而生。現時大部份年老住客便是由那時開始居住於籠屋。

3.2 最早期的籠屋是以木製碌架床為主，後因住客投訴失竊嚴重，經營者便以鐵絲網包圍成為名符其實的籠屋，往後又發展以木板、鋅鐵間格的盒式床位及讓單身漢與家庭混合居住的板房與閣仔單位。

4 住客的概況

4.1 住客的年齡亦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一九九一年社協所做的籠屋調查(共訪問40間籠屋中189名住客)對比九六年同類型調查(共訪問19間籠屋中208名住客)，中年人口比例，即介乎41-60歲人口，由35.%上升至47.1%；60歲老年人口則由54.5%下降至41.3%。96年的調查更發現復康社群聚居籠屋的情況，在208名受訪者中，有8.9%為精神病患者；19.5%為曾吸毒人士；24.8%為釋囚，整體復康社群人口共佔31.1%。同時，調查發現有4%住客為新移民家庭住戶。

4.2 籠屋居民大多為社會上最低收入的一群，他們普遍面對失業、開工不足的問題。九六年調查的受訪者中有超過七成人的每月收入是低於$4000，遠遠低於同年個人入息中位數($9000)，足襟見肘的生活令他們只能選擇在籠屋蝸居。

5 「床位寓所條例」生效的問題

5.1 面對這群弱勢社群急切的房屋需要，香港政府沒有切實執行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委員會的決議，一直堅稱籠屋存在的必要。在一九九四年港府更制定「床位寓所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並在九八年七月一日正式生效。當中對床位定義為「供單人住宿或擬供單人住宿的樓面空間、床、框架式床舖或其他類型的睡用設施」，床位寓所則為「內有12個或以上已被人根據租用協議用作或擬供人根據租用協議用作住宿的床位的任何居住單位或在同一建物內而單位之間的間隔牆己被拆去的2個或以上的相連居住單位」。(床位寓所條例第447章第二部)

5.2 條例規定經營者必須完成改善工程，始可獲發正式牌照，這些改裝措施包括三格床的最上格不得作居住用途、逃生通道必須暢通無阻、增加防火受衛生情況、安裝合規格的電力裝置及清拆所有僭建物等，但並無規範住客個人的居住面積及密度。條例的目的非為解決居民的住屋問題及全面取締籠屋，而是透過改善防火設施將籠屋合法化。其中一間位於大角咀已領有正式牌照的籠屋，不足九百呎的單位內便擠有五十個鐵籠床位。在現行條例下，此類高密度籠屋仍可合法經營，一旦發生火警，住客的人身安全頓成疑問。

5.3 九四年以來，政府鮮有對床位寓所經營者提供協助，亦未能為籠屋居民提供適切的安置，只將改善籠屋問題的責任推卸予經營者身上，換來租金上升或業主迫遷的情況。由於改善工程所涉費用不菲，不少經營者都大幅加租以彌補裝修的開支，升幅更高達一倍以上。現時床位寓所每一個床位的租金已升至介乎$900至$1800，令他們百上加斤。

5.4 此外，不少經營者因昂貴的裝修費用而結束經營籠屋，迫遷的情況不斷發生。根據負責籠屋問題的民政事務署資料顯示，全港已登記床位寓所由九四年的150間下降至九九年一月的61間，人數亦由3200人減至1200人。可惜，政府未有為結業籠屋的居民提供切合居民需要及困難為籠屋局居民提供全面的安置。

5.5 對於60歲以上老人，政府透過輪候公屋或恩恤徙置方式安排籠屋長者入住公共房屋，但由於安置地點往往偏離原居地，不少老人在舊區從事低薪工作或長期依賴鄰舍的支援網絡，離開熟悉的區域不單要面對重大的適應困難，更令他們喪失生計及支援網絡。

5.6 另外，政府設立39間單身人士宿舍安置六十歲以下籠屋居民。其中38間為開放式床位宿舍，共提供534個床位。因此類宿舍間格未能保障居民私隱，加上規則嚴苛，極不受居民歡迎，入住率平均只有三成。九八年啟用的房間式宿舍曦華樓，共有房間310個，又因租金昂貴，入住率不足四成。不少籠屋居民面對籠屋結業或迫遷時，基於單身宿舍未能切合居民需要及經濟能力，惟有遷往居住環境同樣惡劣的已登記籠屋或非法經營籠屋居住。

5.7 現時有不少經營者因不欲受法例豎管，而沒有向政府登記，非法經營，而政府只被動地未有加以巡查。同時，政府對此條例的解釋含糊不清，又隨意按行政需要而作出不同詮釋，令一些以板間房形式經營或單身、家庭混合居住的單位，即使符合條例規定，亦不被納入監管範圍之內。另外，部份經營者利用條例在租約界定上的含糊處，將單位分隔為十二個以下板房，再組合數位單身人士以一份租約共同承租一個房間，即使住客人數高達四、五十人，仍可不受監管。這些單位惡劣與擠迫情況實與已登記籠屋無異，居民的住屋權益與人身安全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社協估計全港居於已領牌及非法籠屋的人數高達10,000人。

6 籠屋問題的成因

6.1 事實上，籠屋問題存在至今源於政府一直忽視單身人士急切的住屋需要，並無制定長遠的單身人士房屋政策，房委會延至八五年才讓單身人士申請公共房屋。隨著家庭結構的轉變，一人住戶的數目不斷增加。現時一人住戶數目約為270,000戶，當中27,000戶名六十歲以上居於私樓的單身人士符合資格申請公共房屋而非在輪候冊之列；另外84,200名六十歲以下單身人士為私樓租客。可是，政府並無因時制宜，增加一人公屋單位的供應量。由於供應量不足，九三至九八年平均每年只有165個一人單位編配予六十歲以下人士，令他們平均輪候時間長達九年。

6.2 為將少建單人住屋的政策合理化，政府一直人為地壓抑單身人士的住屋需求。一人家庭輪候公屋入息限額長久以來偏離工資中位數。以九八年為例，一人家庭的入息限額($6600)為工資中位數($10000)的66%，而四人家庭的入息限額($17700)則佔四人家庭入息中位數($20000)九成，對單身輪候人士極不公平。壓抑需求的後果，加上舊樓單位因重建而日益減少，導致私人租務市埸價格高企。一個符合房屋署最低編配標準約八十呎的分租房間，每月租金約為$2000，而具獨立設施約一百呎住所的租值更高達$3000-$4000不等，遠遠超越低薪單身人士的負擔能力，故他們只能租住租金相對廉宜，而環境惡劣複雜的籠屋床位。

6.3 現時復康社群離開院舍或中途宿舍後的續顧服務極為貧乏。讓精神病患者離開醫院或中途宿舍後在社區過半獨立生活的輔助宿舍的名額只有20個，讓釋囚暫住三個月的宿舍亦只有122個名額，可見政府並未投入任何資源協助復康人士解決他們的住屋困難，更遑論其他情緒上、生活上的跟進工作。鑑於這些人士並不容易找到工作，大部份需倚靠綜合援助維生，以綜合援助$1545的租金津貼，床位寓所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他們的情況得不到定期的跟進，由於籠屋環境惡劣，往往令他們的問題更加惡化。在缺乏工作及社區照顧下，他們重投社會的機會，可說是完全被剝奪。

6.4 籠屋居民多以中年低薪人士為主，他們的收入不穩定，在中國內地結婚產子的情況普遍。子女及配偶一旦申請來港，居住方面將帶來沉重的壓力。現時每年約有54,000名新移民來港與家人團聚，按照現行的輪候公屋政策，新移民縱可申請入住公屋，卻須待申請書內超過半數家庭成員在港居住滿七年才可獲配公屋。由於申請公屋需時，這些籠屋居民的經濟環境普遍欠佳，故只能與子女共同棲身在籠屋之內。

7 建議

7.1 香港籠屋的問題，不但沒有因條例執行而得以消除，籠屋成為最低下層市民：老人、失業漢、復康社群及新移民家庭的蝸居之所。根據聯合國住屋權的引申，政府應確認、保護及滿足市民的房屋權，社協為此一直促請香港政府：

7.2 將房屋權立法，全面保障香港甫民的住屋權益；

7.3 立即取締籠屋，登記全港合法及非法籠屋，全面安置所有籠屋居民於適合及可負擔的居所；

7.4 全面檢討公共房屋政策，因應單身人士的住屋需求，增加一人單位供應量及調高一人輪候公屋的入息限額，並將輪候公屋時間縮短至兩年；

7.5 在籠屋密集的社區，原區興建公屋或單身人士宿舍，讓有特殊需要的籠屋居民，如：老人、低薪工人等得以留在原區繼續生活，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社區支援服務；

7.6 為復康社群設立具復康服務的宿舍，但須有別於中途宿舍，能讓這些人士較長期及獨立地居住，協助他們融入社區，有需要時亦較容易獲得社工跟進；

7.7 改善所有單身宿舍設計，以房間形式保障住客私隱，並調低租金，切合住客的負擔能力；
7.8 短期措施方面，為未能即時提供安置的住戶提供租金津貼，讓他們能在私樓市場租住合符公屋編配標準的房間。
